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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生活史研究在古德森
教师研究中的角色

赵 康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摘 要:生活史研究已日渐运用于当代教育研究中。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艾沃·古德森不仅较早地将其

用于课程研究,还更多地用于教师研究。文章考察了古德森不同阶段的教师研究,分析了生活史研究在教师

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教师生活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为在“中间地带”建构理论提供资源;为促成教师“叙事

学习”和“叙事教学”场域奠定基础。指出运用生活史研究是古德森教师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背后有

其对教师深刻的社会关怀。这一思想在其教师研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对我国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者及实践

者而言,有诸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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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生活史研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源自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对美国土著首领自传进行的研

究。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托马斯和滋纳涅茨基(W.ThomasandF.Znaniecki)在其研究中大量

使用生活史研究方法,出版了社会学经典《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使生活史研究成为一种真正的社

会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受到芝加哥学派学者罗伯特·帕克(R.Park)的推崇,令其运用达到巅峰

状态,涌现出丰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量化研究和统计研究的风靡以及

芝加哥学派的衰落,社会科学家对生活史研究方法的兴趣逐渐减弱。虽然1975年出现过心理学家

艾瑞克森(E.Erickson)所著的《生活史和历史时刻》,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

潮对主体性的探讨,生活史研究才再度复兴,至今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卫生学以及教育研

究等领域。
对于“生活史”这一概念,似乎并没有统一而权威的定义。寇里津(S.Kouritzin)在考察了不同

定义之后认为:“生活史是围绕和支持一个生活叙事的所有文件材料的集合,包括口述的历史故

事。”[1]不同于一般自传体叙事,生活史强调个人对自己历史事件的“理解”,以及这些理解对个人发

展的影响,而不只是专注于事件本身。对于生活史研究者而言,他们需要将个人的微观历史(生活

故事)置于宏观历史中进行探索和解释。多拉德(J.Dollard)在其《生活史研究的标准》中指出,生活

史研究者“把其生活史研究对象视为社会性传送链条上的一个纽带”[2],这个纽带有其自身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赵康,教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教育计划项目“现当代国际主流教师教育取向及其研究范式研究”(Y201328344),项
目负责人:赵康。



并深嵌在社会历史之中。他认为生活史提供了一条路径,可以让研究者探索文化、社会结构和个体

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波格丹(R.Bogdan)也强调:“将个体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来考量,看他

受到世界上哪些宗教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趋势的影响。它让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生活史与社

会史的交叉部分,因此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所面对的抉择、意外和机遇。”[3]简言之,生活史

研究强调人的社会历史建构。所谓“生活史研究方法”,则“通常指在较长的时间内收集到的个人

(以自己的语言)讲述的故事,伴有研究人员的温和引导,并辅以研究对象坚持写的日记、对其生活

的深度观察、对其朋友的访谈,以及对其书信和照片的细察等的支持”[4]。
在教育研究领域运用生活史研究方法的先驱当首推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艾沃·古德森(Ivor

Goodson)。我国教育学界对古德森关于生活史研究虽然有过一些探讨,但大都局限于他的课程研

究领域[5-9],对他把生活史研究用于教师生活与工作领域的系统探讨则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专门

探析生活史研究在古德森的教师研究中的角色,以便深入理解生活史研究在教师研究中的作用,为
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提供借鉴。

二、生活史作为教师研究的方法

20世纪70年代,英国遭遇经济萧条,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以渡难关,虽然最终获

得资助,但条件是英国政府必须以控制通货膨胀和政府开销为其核心政策,由此导致其原有的全民

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政策目标出现偏离。这不仅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带来了此后长久的政

治气候和社会结构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受撒切尔主义及美国影响,英国政府对学校和教师

的要求日趋严苛,推行全国统一课程,学校和教师的能动性空间紧缩。彼时,教师还被指责没有采

纳相应课程去适应英国产业的变化需求,似乎教师要承担经济萧条的责任。这不仅极大挫伤了教

师的士气,而且意味着对教师群体的专业自尊造成伤害,公众对教师的尊重也开始有所变化。教师

研究者于是开始关注教师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加之当时学界认为西方社会处于“小叙事”
兴起的时代,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一批基于教师自传和叙事的教师研究得以出现。然而,
受英国保守政治气候的影响,对教师工作和生活所处的“大环境”的研究已难见到,政府投入此类研

究的资助就更是寥寥。故而,这一时期的教师故事与叙事研究大多都没有关注教师所处的“环境”。
于是,生活史作为研究方法再度进入教师研究者的视野,而力推此法的人就是古德森。

20世纪90年代初,古德森在其编著的《研究教师生活》(1992)中重申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
他首先提出,之所以研究教师生活,是为了创造某种文化,以抗衡特定社会的知识/权力网络。为

此,教师生活研究需要“重新定义教育研究,从而确保教师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并且是大声而清晰地

被听到”[10]10。他解释道:“我们需要密切听取他们(教师)关于‘学校生活’和‘整体生活’之联系的

看法,因为在那样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中,关于教师职业生涯与承诺的重要故事会被讲述出来。”[10]16

他因此强调,教师研究者需要把教师个人故事与教师生活史联系起来。教师所说的和所写的方式,
会体现个体教师声音中语调、语言、品质和情感等层面的内容。从政治角度来说,教师声音表达了

教师言说的权利和呈现自身的权利。通过研究教师生活,教师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得以显现。
对古德森而言,“生活史的关键点是把教师自己生活的故事与广阔的情境分析(contextanaly-

sis)并列放置在一起探索,即英国教育学家斯腾豪斯(L.Stenhouse)所说的‘某个情境性理论之内的

某个行动故事’”[10]6。这与倡导只关注教师个人叙事的研究传统不同。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

初,加拿大教育学者康奈利(F.Connelly)和科兰迪尼(D.Clandinin)认为,作为教师研究,教师生活

故事只聚焦于专业方面的个人故事,所以应该在教师专业生活故事和教师生活史之间有所区

分[11]。对他们而言,二者是不同的。但古德森认为,教师的专业实践是基于教师生活史的,这就意

味着二者不可分离。古德森在其与沃克编著的《传记、身份与学校教育:教育研究中的片段》(1991)
中认为:“从我们在教学中投入‘自我’的程度上看,(我们的)经历和背景塑造我们的实践。”[12]144他



认为,康奈利和科兰迪尼的研究方法过于聚焦专业实践,这样,“人与实践不可逆转地连起来,就好

像教师就只是他/她的实践。对于教师而言,聚焦具体事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希望论述,以一个

更广阔的视角会获得更多的东西……简言之,为了改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实践的做

法,在逻辑上和心理学上并不顺理成章。实际上,我……持与之相反的观点”[12]141。显然,古德森主

张对教师专业生活的研究与对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并行、融合,这种取径将会对教师发展模式加以重

新界定,即从“教师作为实践”(teacher-as-practice)转向“教师作为人”(taecher-as-person)的模式来

研究教师发展[12]145。
为避免混淆概念,古德森首先强调了“教师生活故事”和“教师生活史”的区别。他在《研究教师

生活》(1992)中解释道:“生活故事是‘我们讲述的关于我们生活的故事’。”[10]6在《教育环境中的生

活史研究:从生活中学习》(2001)中,他和赛克斯(P.Sikes)把“生活故事”界定为“解释过并成为文本

的生活”,因此应该将其视为“对生活经历的一种片面的和有选择性的评论”[13]16。生活故事虽然不

完全是怪异的,但从其本质上看,基本上是主观性的和个体性的。生活史则不同,它是一项合作后

的产物。“生活史是一项合作事业,回顾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证据。通过访谈和讨论,通过审视文本

和所处环境,生活故事讲述者与其他人合作构建生活史,从而发展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陈述;生活史

是指生活故事被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13]6在《发展叙事理论:生活史与个人呈现》(2013)中,
他进一步解释,通过“把故事‘置于’历史环境,意味着生活故事可以被视为社会性建构,被置于实践

与空间中,被置于社会历史和社会地貌中。我们的故事和故事线索需要被理解,不是仅作为个人建

构来理解,而且被作为特定历史和文化机遇的表达。……生活故事作品聚焦于个人故事,而生活史

力图沿着那些故事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它们”[14]。
古德森认为,这样理解教师生活故事和生活史,是研究教师生活的方法论的关键。他从一开始

就强调二者结合,因为只关注个人维度的故事,在研究方法上不充分,而且无法从研究中获得更深

广的意义。在《生活叙事的兴起》(2006)中,古德森进一步强调:“个人故事如果脱离开大的背景,就
只是个体化的工具。它聚焦于个体个性和个体境况的独特性,而这样做会模糊或忽视集体性的环

境和历史运动。生活故事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建构———这些都必须纳入我们对研

究方法论的把握中。”[15]1998年,古德森与纽约州一所中学的教师贝利(Berry)合作,从教师视角考

察教师专业标准改革的过程。研究发现,这位曾经优秀的教师在改革中经历着苦恼,工作投入度极

低。通过将贝利工作生活的故事与其生活史及所在学校的历史结合起来,古德森发现他的教育经

历、年轻时有关社会包容的学校共同体理念以及社会平等的政策记忆,与改革后更为实用的、微观

管理的、用于专业实践的模式相抵触,导致贝利在新标准取向的改革中产生迷茫。古德森认为,忽
视优秀教师的专业使命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挫伤他们的改革参与感[16]。简言之,运用生活史研

究方法能让我们看到教师身份的社会历史建构维度。

三、生活史作为在“中间地带”建构教育理论的资源

古德森不仅把生活史研究方法推崇为教师教育研究的最佳方法,而且将其用于从教育实践产

生理论的过程,即“中间地带的理论生成”(middlegroundtheorizing)。在西方世界过去数十年的教

育研究中,对于教育活动的理论生成,似乎不再过于依赖某些基础学科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生成

的方式被认为脱离教师的实践世界,且与教师的关联性极小。古德森一方面对于没有教师参与的

理论建构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对政府的主导性理论也表示怀疑,因为虽然这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

承认教师个体的能动性,但总是把这种能动性看成是没有效能的。古德森所倡导的理论建构介于

二者之间,他所主张的理论力图发现个体教师如何宏观调节政策力量给其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古德森认为:“单单只依靠(教师)个人叙事会成为政治无为主义的便捷方式———我们可以继续讲述

我们的故事(不管是生活‘故事’还是研究‘故事’),但是我们研究的探照灯从来都不会照射到(教



师)生活与其生活环境的社会/政治建构上来。”[17]他认为,纯粹只讲教师个人的故事,而不把其置

于历史政策环境中进行分析,教师声音可能沦为边缘化的声音,且依然不能阻止外界强势管理的持

续作用,甚至反过来有助于既有管理网络的强化。换言之,只关注个人故事会忽略教师身份和教师

生活的社会/政治(再)建构。
古德森于是提出在“中间地带”发展理论的观点。所谓“中间地带”,“是位于以下两者之间的地

带,即政策环境下的结构性组织及政策,与课堂及教学中平常生活的微观细节之间的地带……中间

地带理论力图把来自下面微观层面的具体观点,与对策略及组织形式的关注结合起来———那些策

略和组织形式本身也是对微观层面的组织结构变化的回应和对政策环境变化的回应”[18]vii。他认

为,通过专注于中间地带而得出实质理论(substantivetheories),往下可以与教师的日常生活实践

建立联系,往上则可以与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形式理论建立联系[18]vii。这显示了中间地带理

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他认为:“如果忽略了结构因素,则我们错过了把教师的经历定位为政策性

和社会性建构的机会。如果我们忽略了教师的个人经历,则我们没有正视教师作为创造自己历史

的能动者所遭遇的复杂境况。”[18]2生活史研究者在中间地带探寻这些联系,能够看到从“上面”下达

的政策在“下面”发生了什么,特别是能够把他们的分析沿着这些联结方向,定位在不同的节点和交

叉处,让时间因素得以呈现,从而在历史维度上呈现政策在教师身上产生的反应和影响。
在“中间地带”致力于理论生成这一观念,在古德森主持的教师研究中得到运用和验证。20世

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各国的教育改革,大多聚焦于重新界定什么是专业及教

师专业上,并制定教师专业标准。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看不到教师的个体差异对改革带来的影

响。在此背景下,古德森在其主持的一项对加拿大和美国学校的时代变迁的研究中,通过生活史研

究方法对三组教师进行访谈,他们的职业生涯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呈现了教

师对自己专业角色的理解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对政府倡导的教师专业化标

准的理解和接受有着极大差异。年长的教师会谈到职业感和对工作的奉献,而新世纪的许多年轻

教师的使命感和生活目的并不在教学专业上。年长教师因为被要求按照政策部门的当下标准和指

令教学,导致他们的专业感(专业目的、专业激情和专业意义)被弱化,同时也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
年轻一代教师则仅仅把教学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活儿”,一个实现其他梦想和使命的垫脚石,而非对

其有所承诺的终身事业[19]。如此,这里生成的理论是教师专业化改革对不同年龄段教师产生了不

同影响,在实施过程中有极大的复杂性,需要避免的状况是:只从结构层面进行教育改革而不把作

为主体的教师考虑进来。他认为,在结构层面提出的以提升“教师专业标准”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改

革,需要考虑教师是怎么开启专业生活的,需要考虑教师是怎么在专业层面和个人层面产生意义感

及使命感的。教师的专业知识不可能与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分离。他因此得出结论:“学校的改革

和变革理论,几乎没有宣传过把教师的个人发展和变化置于学校改革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取而

代之的是,人们坚持认为改革后,变化会自动发生,且应以这样的方式开展———尽管教师存有其个

人信念和使命。更多情况是,‘变化的个性’已经被视为真正改革的‘绊脚石’,而不是作为改革关键

的‘构成部分’。”[19]所以,古德森建议教育改革需要关注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的交互作用。可以

说,关注教师作为一个主体对教育改革的反应和态度,以及如何就教师的反应和态度开展相应的教

师专业发展培训和教师教育,乃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
另一个相关案例是在欧洲。在过去数十年中,欧洲各国的福利制度经历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变

革,如去中心化和私有化等。在这些制度变革中,对专业地位和专业能力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同

时,欧洲社会还经历着其他各种变化,如“知识社会”、人口变化和文化变迁等。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也处在这些变化之中。在此背景下,古德森和诺里(C.Norrie)在他们合作的一项关于英格兰初等

教育改革运动的研究中,运用生活史研究方法,把教师置于时间脉络中,以突出不同年龄段的教师

生活与专业知识的变化轨迹[20]。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各个时期的“政策叙事”(policy



narrative)和三代教师的“工作生活叙事”(work-lifenarrative)(基于教师生活史的访谈资料)并列

在一起进行分析。对“政策叙事”的分析呈现出教师是如何从传统的专业人员向新界定的专业人员

发展变化的。对教师“工作生活叙事”的分析,则呈现了小学教师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改革进行

“互动的”,包括如何“反对、抵抗、质疑、协商和支持”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改革。对教师的代际分析,
呈现出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对教育改革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不仅来自他们对政策的不同反应,也
来自与社会经济模式相关的社会变迁、变化着的性别关系以及更深的个体化和商业化等社会因素

的影响。如此,定位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叙事和教师工作生活叙事之间的“中间地

带”,对英格兰初等教育改革进行分析,最后生成的理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小学教师的生活和专业

知识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改革目的是如何出现偏差的。如古德森在“结论”中所言,“理论总是具体

运用的,而不是笼统使用的”,他因此建议教育政策部门避免过分中心化和一概而论的期盼和论断;
对政策终端的执行者———教师———的关注是成败关键,因为“如果教师的心态、情绪不对劲,教育改

革是无助于事的”[21]。
概言之,古德森认为社会宏观层面的变化,会对中观和微观层面产生影响。“中观”包括学校、

教会、家庭、媒体机构等组织,“微观”主要指个体层面。中观层面构成宏观经济政治力量与个体之

间冲突的“调解层”或“缓冲区”。由于全球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的提升,这个“缓冲区”遭到破坏。
但古德森认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的中间地带,是论辩交锋的地带。这个层面把有关个体和

有关社会的、有关个人和有关政治的、有关结构性和有关实验性的都聚合在一起,缓解它们之间的

紧张。古德森提供了一种缓和论辩冲突的路径,为新视角打开了空间,为深刻见解的出现提供了机

会,并且使理论得以延伸。生活史研究为在“中间地带”建构理论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资源。

四、生活史作为“叙事学习”和“叙事教学法”的场域

近年来,古德森的学术重心转向与终身学习和教师教育相关的叙事研究,但是生活史的研究在

其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方世界的教师研究领域,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统,主要聚焦于

叙事能够帮助研究者(包括教师作为研究者)获得对教师及其专业实践的“理解”。然而,古德森的

叙事研究日益关注叙事能真正为教师学习、教师发展、教学乃至课程“做”些什么。换句话说,他不

只关注叙事的研究功能,而且探索叙事的学习功能和教育功能。
古德森作为项目主持人之一,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参与了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名为“学习

生活”(learninglives)的大型研究项目。该研究探索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学习、身份和能动性之间的

复杂关系。他再次将生活史研究作为主干方法之一运用到该项目中。该研究力图通过考察个体的

生活故事来理解学习活动。基于收集到的生活史资料,古德森与其同事聚焦于探索学习过程中的

叙事及叙事行为的功能,发展出一种学习理论并将其表述在《叙事学习》(NarrativeLearning)一
书中。他们从访谈资料中发掘出“生活故事的功效”(efficacyoflifestories),即“在人们的故事和讲

故事的行为之中,且通过这样的故事及讲故事的行为,人们能够并且实际上做什么”[22]13。他们指

出“生活故事的功效”包含叙事及叙事行为的“学习潜能”(learningpotential)和“行动潜能”(action
potential)。“学习潜能”涉及人们从他们的故事和讲故事的行为中能够学习的方式和程度,“行动

潜能”涉及人们的这种学习“转化”为行动的方式和程度[22]14。基于此,他们提出了“叙事学习”概
念,即把“生活叙事与生活叙事行为作为学习的‘场域’(site)”[22]14。他们发现,“叙事学习可以从对

叙事内容的学习中显现,但是也可以从叙事行为本身显现。叙事学习……因此并非仅仅是从叙事

内容中学习的活动,而且也是从持续建构生活故事的叙事‘行为’中不断学习的活动”[22]127。而且,
“叙事学习可以是获得能动性的重要资源,即叙事学习转化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或对生活的方式有

一个影响”[22]14。因此,古德森等人指出:“叙事学习在人们的生活中持续进行,对人们极为重要,并
且可以是个人能动性和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22]132



随后,古德森把“叙事学习”概念拓展到教师学习和教学领域。不难看到,生活史研究在教师的

“叙事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基于教师生活史的“叙事学习”把教师的个人叙事置于更广

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能更全面地展现教师的个人生活与工作生活,从而有助于教师的身份认同和

教师能动性的激发[15]。其次,古德森认为,基于生活史的“叙事学习”为教学和课程建构提供了新

路径。教师与合作者“共同建构一个根基扎实的生活史,其功能可以视为参与到一种教育努力中。
因此,生活史作品包含某种‘教学邂逅’(pedagogicencounter),因为自我理解的意义和转变都是通

过学习而构成的”[23]42。古德森将此教育路径概括为“叙事教学法”(narrativepedagogy)。它是“对
某种教育历程的辅助;通过此历程,学习在深层的邂逅中发生,这种学习通过参与意义建构、深入对

话和交流而发生”[23]123。并且,“该历程是生成性的,且基于学习者的生活叙事……‘课程’成为‘可
叙事的路径’(narratablepathway),指向身份认同和能动性的生成”[24]。叙事教学法以与他人合作

建构生活史的方式展开。在与合作者的对话中,“叙事提供并创建了‘教学时刻’(pedagogicmo-
ments),人们能在其中与自我建立联结,并且与他人、与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与他们的希望及梦想建

立联结,最终与知识的有目标、有指导的建构建立联结———这样的知识将有助于他们在个人层面与

公共层面的发展”[24]。这种互动性的叙事学习,使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教育者与师范生之间,以
及教师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叙事成为可能:“双方都可以交换看法、地方性理论、解释模式,并且这

样做,使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彼此协商后的,把叙事‘置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的理解。”[23]42叙
事教学的教育目的是为了一个“因历史理解而改变,且因社会想象而提升的新叙事”[23]41。所以,生
活史构成教师“叙事学习”和“叙事教学法”所依赖的场域。

五、结语与借鉴

可以看到,在古德森关于教师研究的生涯中,把教师的生活故事与教师的生活史相融合是他一

以贯之的思想。对教师身份社会性建构的关注,反映了古德森学术使命中始终坚持的社会公正。
这一思想在其教师研究中扮演多重角色,对我国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者及实践者而言有着诸

多借鉴意义。第一,从研究的方法论看,单纯以教师自我叙事的方法探究教师生活和工作多有不

足。将教师自我叙事与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大环境的研究并置分析,会建构出更丰富的意义。
比如,我国近年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偏重于通过教师自我叙事来挖掘,如果我们将生活史的研

究引入这一研究领域,可能会更全面地呈现具有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特色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第

二,这一思想有助于我国教师研究者与教师之间发展民主平等的关系。教育研究者将自己定位为

教师的合作者,与教师共同建构教师的生活史,为教师自我叙事考察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为教师

理解自我叙事提供不同的解释视角,并与教师携手共同建构教育理论。第三,古德森近年从事的叙

事研究依然以生活史研究为主要取径,但不只是把叙事作为研究方法,而是进一步探索了叙事在教

师教育、教学和课程等领域中的“功能”,而生活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助于我国教师的专

业发展。一方面,师范生和在职教师作为学习者,如果把教师故事和教师生活史加以融合,则有助

于他们开展“叙事学习”,建构自己的教师专业身份和生成专业能动性。这种学习贯穿教师职业生

涯及其生活世界,是一种致力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终身学习。另一方面,教师教育者如果从教学路径

组织叙事学习,开展“叙事教学”,帮助师范生和在职教师将生活故事置于其生活史,使他们在个体、
社会、政治和文化大背景中建构反思所依赖的“场域”,并在师生之间、学伴之间展开对话,将更新和

拓展他们对教师身份的理解,激发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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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oleofLifeHistoryResearchinGoodsonsTeacherStudies

ZHAOKang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Lifehistoryresearchhasbeenincreasinglyappliedtothefieldofeducationalresearchtoday.
BritisheducationalistIvorGoodsonappliedlifehistoryresearchnotonlytocurriculumstudieslong
ago,butalsowidelytoteacherstudies.BasedondifferentperiodsofGoodsonsresearchesonteach-
ers,thisarticleinvestigatesandanalyzeshisthoughtonteacherstudies,findingthatlifehistoryre-
searchplaysmultiplerolesinhisstudies,whichembodiesinhisresearchmethodologyconcernin
studyingteacherslives,hisideasabouteducationaltheorybuildingon"middleground",andhiscur-
rentworkson"narrativelearning"theoryand"narrativepedagogy".Lifehistoryresearchasanenduring
principleinhisteacherstudiesatdifferentperiodsreflectshisdeepsocialconcerntoteachersand
mightoffersomeinsightfulimplicationstoteachersaswellastheresearchersandpractitionersin
teac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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